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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能加快金融集聚吗？ 

——基于 PSM-DID模型的分析 

张旭 王静
1
 

【摘 要】：行政区划调整是满足城市发展的空间与治理需求，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选择对区域金融发展

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 282 个城市统计数据，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金融集聚水平，采用

PSM—DID模型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能够扩大城市金融规

模、提升城市金融密度，进而促进金融集聚，但其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行政区划调整能够促进东部城市的金

融集聚；对中部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区划调整虽然扩大了城市金融规模，但同时也降

低了金融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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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金融集聚是指金融资源与地域条件协调、配置、组合的时空动态变化，它对扩大资本积累，提高资源置效率具有巨大的推

动作用。自 2011年以来，国家实施以撤县（市）设区为主的区划调整，旨在提升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带动周边临近地区同城

化发展。行政建制的撤设影响着区域资源开发、生产要素配置以及经济活动的开展，从而对区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行政区划

的调整是否有助于降低行政壁垒，加速区域内的金融集聚，成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于金融集聚动因的研究，国外存在两种理论。一是规模经济论（Kindleberger,1973），认为先进的技术装备，良好的基

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等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是促进金融产业空间集聚的动因之一；二是信息流理论（ Corbridge & 

Martin,1994），认为金融业是“高增值”的信息服务业，信息流是金融集聚形成的内在动因。国内学者从不同行政区划视角出

发，针对金融集聚现象及其成因展开研究。在省域层面，我国金融集聚在各省间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

区域创新、经济基础对金融集聚促进作用显著，对外开放对金融集聚的正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

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一个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任英华等，2010）。在城市层面，基于金融空间结构理论分析发现金融集聚与城市

层级正向匹配（王如玉等，2019）。金融集聚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极强，金融集聚中心一般为省会城市及副中心城市，全国金融

业集聚态势有从全国金融中心向邻近区域扩散的趋势，并向中部和近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不断传递（茹乐峰等，2014）。在县域

层面，经济基础、政府干预、投资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均能显著提高该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冯林等，2016）。 

关于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效果，国外学者多从行政效率和政治经济方面展开研究。单中心学派认为，大政府有利于提高行

政效率，减少多个小政府分别谈判的交易成本，从而提供更有规模效益的公共服务（Rusk,1993）。而多中心学派则认为，分散

化的地方政府是基于服务本地政治经济而产生的，分散且具有竞争性的政府更有利于经济发展（Mueller,1989）。国内研究则主

要从经济发展、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三方面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效应。多数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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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王贤彬和聂海峰，2010）。但也有研究表明，撤县设区的作用依赖于要素扩张这一传统粗放型增长模式，对城市增长经济效

率的改善作用较为有限（邵朝对等，2018）。此外，撤县设区可以加快人口城市化，提高撤并城市市辖区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率

（唐为和王媛，2015），并且能够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竞争力（谢涤湘等，2004）。从社会发展来看，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能

够推进区域市场融合，有助于提升重组城市的效率与就业（陈浩和孙斌栋，2016）。 

理论上，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扩大城市规模，促进区域一体化，弱化城市内部的行政壁垒。在我国当前行政分权体制下，地

方金融发展无疑会受到市场的行政边界影响（罗伟和吕越，2015）。然而，国内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影响方面的研究尚

不多见。为此，笔者选取 2008—2018 年我国 282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集聚指标体系，借助 PSM—DID 模型展开研

究，探寻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 

首先，选取十项金融发展指标，基于 2008—2018年我国 282个城市的经济金融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各城市的金融

集聚水平、金融规模和金融密度的得分。然后，采用 DID方法和 PSM—DID方法，以金融集聚水平综合得分、金融规模得分和金

融密度得分为被解释变量，以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DID）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对金

融集聚的影响效应。最后，将实验组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采用 PSM—DID方法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不同地区的金

融集聚影响的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模型设定 

我国当前的行政区划调整模式主要包括撤县（市）设区和区界重组。其中，撤县（市）设区是指撤销原来隶属于地级市、

副省级城市或者直辖市的县（或代管的县级市），同时在原县（市）行政区域设立市辖区。区界重组包括两类：一是对县（市）

和市辖区进行合并和重组，它与撤县（市）设区同样具有扩大城市规模功能。二是将原属于县（市）的乡、镇划归市辖区管辖，

这类区界重组涉及空间范围较小，对城市影响有限。笔者旨在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故将行政区划调

整界定为撤县设区、撤市设区和第一类区界重组。选取 2008—2018年为研究时间段，收集了 287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其中毕节

市、铜仁市、普洱市和三沙市数据缺失严重，巢湖市于 2011年撤销地级市，故剔除以上 5个城市，以其余 282个城市为样本。

2011—2016年是我国撤县（市）设区和区界调整的频繁实施阶段，故选取期间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 85个城市为实验组样本，其

他 197 个城市为对照样本组。由于不同城市实施区划调整政策的次数和种类不同，为便于分析，统一选取实施一次行政区划调

整，并以第一次政策实施年份为政策实施时间。区划调整信息来自中国行政区划网，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2011—2016年我国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 

时间 撤县（市）设区 区界重组 

2011 长沙、昆明、重庆、扬州、宜宾、 上海、重庆、扬州、 

2012 苏州、青岛、清远、雅安、唐山、揭阳、泰州 苏州、青岛、贵阳、三沙、马鞍山 

2013 南京、桂林、达州、潮州、绍兴、梅州、赣州、济宁 梧州、广安、巴中、南京、玉林、济宁 

2014 

广州、茂名、威海、哈尔滨、连云港、南平、重庆、十堰、 

滨州、云浮、开封、石家庄、德州、眉山、阳江、 

长春、杭州、西安、龙岩、安顺 

广州、三亚、茂名、连云港、 

开封、石家庄 

2015 

保定、常州、肇庆、天津、盐城、秦皇岛、温州、大连、 

上饶、三门峡、南昌、铜陵、海东、南宁、 

重庆、拉萨、渭南、成都、玉溪、榆林 

铜陵、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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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张家口、沈阳、菏泽、盘锦、上海、天津、淮安、衡水、 

东营、邯郸、宁波、西安、河池、赣州、许昌、抚州、 

曲靖、柳州、遵义、绵阳、延安、重庆、成都、昆明、济南 

哈密、邯郸、宁波、深圳 

 

笔者将行政区划调整看作是一次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以下简称 DID）评估行政区

划调整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相较于传统的单差法，DID方法具有更高的估计准确性，是估计政策效应最为常用的方法。使用

DID方法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金融集聚效应时，需构建两个虚拟变量：一是实验组和对照组虚拟变量，将实验组定义为 1，将对

照组定义为 0。二是政策时间虚拟变量，进入实验期之后定义为 1，进入实验期之前定义为 0。选用 2011—2016年进行行政区划

调整的 85个城市作为实验组，而在研究期间（2008—2018年）未经历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为对照组。DID方法假设政策的发

生在样本中是随机的，如果满足这一假设，则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金融集聚水平的差异就是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

的无偏估计量。基于上述思路，采用 DID方法设定回归模型如下： 

 

DID 方法中的随机假设通常无法满足，中国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异，会造成选择偏误问题，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Besley&Case,2000）。而倾向得分匹配法（后文简称 PSM）能够使得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在各个方面尽可能水平相似，消除样

本选择偏差问题。因此，使用 PSM—DID方法，首先利用 PSM方法将实验组和与其各方面特征相似的对照组进行匹配，剔除不符

合要求的对照组，然后利用 DID方法对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回归。具体模型如下： 

 

模型（1）和模型（2）中，clusfina 为城市金融集聚水平。did 为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其系数能

够反应行政区划调整政策的净效应，是所要考察的核心变量。X为该模型的控制变量，用来控制影响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其他因

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水平、投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程度等。ε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金融集聚水平，采用综合指标法，从金融规模和金融密度两个方面构建金融集聚评价指标体系。金融规模指标包括：年末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金融机构数、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金融密度

指标从人口金融密度、地理金融密度和经济地理密度三个方面来构建，具体指标包括：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年末总人

口、金融机构数/年末总人口、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土地面积、金融机构数/土地面积、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款

余额之和/生产总值。通过对以上 10个衡量金融集聚水平的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我国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综合得分（score），

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为分组虚拟变量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即 DID，其系数的显著性和正负是考察重点。其中，对于分组虚拟变量，将

实验组定义为 1，将对照组定义为 0。对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则将样本进入实验期之后定义为 1，进入实验期之前定义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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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变量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被解释变量 

(score) 

金融规模(s1)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余额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

款余额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

额 

金融机构数 

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 

金融密

度(s2) 

人口金融密度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贷款余额/年末总人

口 

金融机构数/年末总

人口 

地理金融密度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贷款余额/土地面积 

金融机构数/土地面

积 

经济金融密度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

款贷款余额之和/生

产总值 

解释变量 Did 
分组虚拟变量、政策

时间虚拟变量相乘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gdp) GDP的对数 

产业结构升级(stru) 第三产业产值/GDP 

人力资本(stu)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投资(fixinv) 固定资产投资 

对外开放(FDI)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

额 

政府干预(gov) 财政支出/GDP 

 

3.控制变量。 

选择影响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gdp）：用 GDP的对数来衡量（吕勇斌等，2015）。

产业结构升级（stru）：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水平（stu）：金融业是高端服务业，对人力资本需求较高，

用该城市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对数表示。投资水平（fixinv）：用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对数表示。对外开放（FDI）：考

虑到外国直接投资与当地金融活动联系密切，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对数反映各个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gov）：

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各级政府往往通过出台财政扶持政策支持地方金融发展，故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反映政府对当地经

济金融发展的影响能力。所用数据样本为中国 282个城市 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其中 85个城市为实验组，197个城市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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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因子分析及描述性统计 

使用因子分析来赋权算出金融集聚水平，因子分析的 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 0.000，说明 10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矩阵与单位矩阵具有显著性差异，适合做因子分析。KMO 值为 0.848，比较接近于 1，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因子分析的效果

较好。对算出的 score、s1和 s2三个被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统计样本分为实验组、对照组，而实验组样本又分为东、中

和西部地区城市
1
。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描述性统计 

样本名称 
变量 

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实验组 

score 0.260 0.966 7.130 -0.468 

s1 0.393 1.225 10.285 -1.476 

s2 0.087 1.225 11.945 -2.340 

对照组 

score -0.112 0.534 8.327 -0.571 

s1 -0.167 0.833 14.508 -1.656 

s2 -0.037 0.851 6.087 -1.107 

实验组 

东部 

地区 

score 0.441 1.180 7.130 -0.457 

s1 0.553 1.392 10.285 -1.035 

s2 0.309 1.561 11.945 -0.994 

中部 

地区 

score 0.023 0.404 1.388 -0.467 

s1 0.132 0.661 1.788 -1.461 

s2 -0.126 0.639 2.268 -0.903 

西部 

地区 

score 0.057 0.618 2.604 -0.468 

s1 0.243 1.086 5.558 -1.476 

s2 -0.194 0.815 3.709 -2.340 

 

从表 3可以看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不同。在实验组样本中，score、s1和 s2的均值分别为 0.260、0.393

和 0.087；而对照组样本中，score、s1 和 s2 的均值分别为-0.112、-0.167 和-0.037。可见，实验组被解释变量均值远远大于

对照组被解释变量均值，即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金融集聚水平明显高于未实施城市。就实验组样本来看，东、中、西部地

区金融集聚水平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城市样本中，score、s1和 s2的均值分别为 0.441、0.553和 0.309。在中部地区城市样

本中，score、s1和 s2的均值分别为 0.023、0.132和-0.126。而在西部地区城市样本中，score、s1和 s2的均值分别为 0.057、

0.243和-0.194。可见，东部地区金融集聚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集聚综合水平、金融规模明显高于中部地区，

但是金融密度水平小于中部地区。 

（二）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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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DID 方法评估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由此验证行政壁垒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结果如表 4

所示。列（1）—列（3）为不加入控制变量，而列（4）—列（6）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其中，第（1）列和第（4）列为行

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第（2）列和第（5）列为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规模的影响，第（3）列和第（6）列为行政

区划调整对金融密度的影响。 

所有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did系数显著为正，即行政区划调整显著提高了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提升了

金融规模和金融密度。其中第（6）列的 did系数比第（4）列的更大，说明行政区划调整更加有力地提升了该地区的金融密度，

有利于区域金融发展。第（2）、（4）和（6）列中，观察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越高，金融集聚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全部显著为正，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越高，当地金融集聚水平越高，表明第三产业

发展引致金融需求快速增长。此外，政府干预的金融集聚综合得分系数为正，表明政府在金融集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财政

支付能力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区域金融发展。 

表 4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的影响 

 (1)score (2)score (3)s1 (4)s1 (5)s2 (6)s2 

did 
0.3407*** 

(20.53) 

0.0545*** 

(3.49) 

0.2977*** 

(14.39) 

0.0608*** 

(2.67) 

0.3970*** 

(16.74) 

0.0574** 

(2.56) 

gdp  
0.7075*** 

(18.37) 
 

0.6376*** 

(18.28) 
 

0.7681*** 

(15.58) 

stru  
45830.19*** 

(18.37) 
 

52920.9*** 

(14.11) 
 

33701.33*** 

(9.12) 

stu  
0.0188 

(1.36) 
 

-0.0019 

(-0.09) 
 

0.0380* 

(1.79) 

fixinv  
-1.1349*** 

(-11.16) 
 

-0.1106*** 

(-6.27) 
 

-0.1534*** 

(-8.8) 

FDI  
0.0039 

(0.83) 
 

0.0299*** 

(4.40) 
 

-0.0354*** 

(-5.28) 

gov  
0.3754*** 

(5.42) 
 

-0.1422 

(-1.23) 
 

1.0707*** 

(9.25) 

常数 
-0.0747 

(-1.91) 

-9.9319*** 

(-38.25) 

-0.0547 

(-0.96) 

-9.1370*** 

(-23.17) 

-0.0827 

(-1.46) 

-10.5394*** 

(-26.66)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克服实施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变动趋势存在差异，降低双重差分法估计偏差，利用 PSM—DID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使用 PSM—DID方法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虚拟变量对控制变量进行 Logit回归，得到倾向得分值。倾向得分值最接近

的城市即为实验组的匹配城市。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减少不同城市在金融发展水平上的差异，降低 DID 方法估计偏差。

在进行 PSM—DID估计前，还需进行平衡性检验，即匹配后各变量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否变得平衡，协变量的均值在匹配后是否具

有显著差异。如果不存在显著差异，则支持使用 PSM—DID方法，平衡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 



 

 7 

表 5 PSM-DID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 

匹配 
均值 标准化偏差 T检验 

U：匹配前 

M：匹配后 
实验组 对照组 %bias t值 p值 

gdP 
U 16.861 16.235 

70.21.3 
18.15 0.000 

M 16.855 16.843 0.26 0.792 

stru 
U 

M 

0.000 

0.000 

0.000 

0.000 
-42.80.6 

-10.46 

0.16 

0.000 

0.875 

stu 
U 

M 

11.091 

11.086 

10.296 

11.156 
62.5-5.4 

16.00 

-1.05 

0.000 

0.293 

fixinv 
U 

M 

16.459 

16.455 

15.888 

16.478 
61.1-2.4 

15.39 

-0.50 

0.000 

0.617 

FDI 
U 10.585 9.7462 

47.20.6 
12.01 0.000 

M 10.576 10.566 0.12 0.904 

gov 
U 0.16416 0.18334 

-20.00.6 
-5.30 0.000 

M 0.16398 0.16336 0.14 0.888 

 

表 5显示，经过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 10%，且所有 T检验的 P值为 0，实验组和对照组所有协变量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对比匹配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参见图 1）。 

 

图 1标准化偏差变化图 

基于 PSM—DID方法的研究结果如表 6所示。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列（1)—(6）中，did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政

区划调整依然显著提升了城市金融集聚水平，具体表现为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密度。PSM—DID 方法估计的结果与前文 DID

方法估计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从而进一步证明，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显著促进城市金融集聚。 

这一结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行政层级越高，金融集聚水平越强。行政层级提升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更充足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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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与周转资金，公共基础更加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高，有利于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伴随着透明度更高的信息资源，

根据金融业对信息的追逐，金融资源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城区聚集。中心城区范围扩大后，城区行政壁垒得到破除，行政成本降

低，金融服务和金融资源也朝着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还会进一步激发政府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地方政府会出台

政策引导金融机构、金融人员和金融资本的聚集，刺激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二是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产业集聚，间接促进金融

集聚，金融集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集聚。区域一体化通过构建更为流畅的流通渠道，能够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形成合适的

人力资本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产业集聚（张治栋和吴迪，2018），进而促进金融集聚。 

表 6行政区划调整与金融集聚：PSM-DID稳健性检验 

 (1)score (2)score (3)s1 (4)s1 (5)s2 (6)s2 

did 
0.3348*** 

(20.48) 

0.0495*** 

(3.24) 

0.2895*** 

(14.27) 

0.0530** 

(2.38) 

0.3938*** 

(16.61) 

0.0564** 

(2.50) 

gdp  
0.7049*** 

(30.38) 
 

0.6342*** 

(18.38) 
 

0.7668*** 

(21.81) 

stru  
47297.42*** 

(18.57) 
 

54852.26*** 

(14.26) 
 

34603.11*** 

(8.88) 

stu  
0.0264* 

(1.92) 
 

0.0077 

(0.37) 
 

0.0430** 

(1.98) 

fixinv  
-0.1332*** 

(-11.16) 
 

-0.1084*** 

(-6.21) 
 

-0.1527*** 

(-8.63) 

FDI  
0.0033 

(0.73) 
 

0.0299*** 

(4.49) 
 

-0.0365*** 

(-5.40) 

gov  
0.40455*** 

(5.87) 
 

-0.0818 

(-0.7) 
 

1.0640*** 

(8.92) 

常数 
-0.0736 

(-1.91) 

-10.0040*** 

(-38.82) 

-0.0556 

(-0.99) 

-9.2387*** 

(-23.58) 

-0.0790 

(-1.39) 

-10.57*** 

(-26.23) 

 

为确保计量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做了其他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城市数据口径。将金融集聚水平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城市

市辖区为统计范围，重新计算回归结果 2。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方向不变且显著，这验证了前述模型结论。二是剔

除直辖市样本。由于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是直辖市，行政级别具有特殊性，所以剔除这 4 个样本，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依

然支持前述结论，说明行政区划调整促进金融集聚的政策效果具备一般性。三是缩尾处理。由于极值样本可能对计量结果造成

影响，故而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上下 1%的缩尾处理，将样本中大于第 99 百分位数的值全部替换为第 99 百分位数的值，将小于第

1百分位数的值全部替换为第 1百分位数的值，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对计量结果的干扰，重新回归，回归结果依然支持前述结论。 

四、异质性分析 

前述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提升金融集聚水平。然而，一个地区的金融集聚水平与其所处的经济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将城市划分

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东部城市的所有系数皆显著为正，表明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

金融集聚。中部城市的所有系数皆不显著，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对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西部城市的 score系数不显著，

s1系数显著为正，s2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显著扩大西部地区的金融规模，但同时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金融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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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地区综合发展实力差距较大是造成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东部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各金融中心不断发展壮大，行政

区划调整带来的市场融合会进一步助力金融集聚。至于中部地区，虽然行政区划调整能够促进市场流动性，但是由于其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通信、交通以及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且信用评级、法律服务、金融咨询等金融中介机构缺乏

吸引力，使得中部地区难以依托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加快金融集聚。对西部地区而言，其综合实力尤其薄弱，经济增长相对滞后，

难以承受行政区划调整具有的强制性和非市场性带来的阵痛，故行政区划调整虽然会扩大金融集聚规模，但是却显著降低了金

融集聚密度，不利于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表 7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score s1 s2 

 东部地区 

did 0.1261469*** 0.114078** 0.1592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部地区 

did -0.0213278 0.014798 -0.06249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西部地区 

did 0.0034022 0.1002048*** -0.12149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五、结论和建议 

基于 2008—2018 年中国 282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反映我国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 DID 方法和 PSM—DID

模型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金融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降低城市金融集聚的行政壁垒，扩大金融

规模，提升金融密度，促进城市金融集聚。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占比、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提升我国

城市金融集聚水平。通过城市所在地区的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对金融集聚的促进

效应明显。 

据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总体上，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金融集聚发展，这间接表明金融集聚会受到行政因素的影响。各

地需要在搭建平台、建立机制、强化服务和优化政策等方面发挥作用，应着力开展体制机制创新，降低资本跨区域配置的行政

约束，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加快金融集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第二，行政区划调整效应复杂，该政策并不具有普遍应

用性，在现行的行政管理与金融监管体制下，应着力运用市场逻辑、资本力量，促使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关键要素的充

分流动，实现资本市场资源共享，各城市优势变成区域共同优势。第三，基于行政区划调整对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集聚影

响的异质性，行政区划调整应当从各地区实际出发，差别定位。鼓励符合政策要求的东部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在原有发展

规模基础上，深化改革，释放活力，提升效率，积极探索金融集聚发展的新动力；中西部地区要不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培育

良好金融生态，进一步强化和优化金融的基础性能，形成金融集聚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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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东部城市（46个）：保定、滨州、常州、潮州、大连、德州、东营、广州、邯郸、杭州、菏泽、衡水、淮安、济南、济宁、

揭阳、连云港、龙岩、茂名、梅州、南京、南平、宁波、盘锦、秦皇岛、青岛、清远、三亚、上海、绍兴、深圳、沈阳、石家

庄、苏州、泰州、唐山、天津、威海、温州、无锡、盐城、扬州、阳江、云浮、张家口、肇庆。中部城市（13个）：抚州、赣州、

哈尔滨、开封、马鞍山、南昌、三门峡、上饶、十堰、铜陵、许昌、长春、长沙。西部城市（26个）：安顺、巴中、成都、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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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安、贵阳、桂林、河池、昆明、拉萨、柳州、眉山、绵阳、南宁、曲靖、渭南、梧州、西安、雅安、延安、宜宾、榆林、玉

林、玉溪、重庆、遵义。 

2各城市市辖区的金融机构数据难以获取，此处金融集聚指标是除金融机构数之外的其他指标。 


